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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文环境与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

郑云山

（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系，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辛亥时期的著名革命宣传家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两大特色。一是章太炎的反清思想特别激烈而全面。文章认为，

清兵南下时的所作所为、当年浙江抗清特别壮烈及此后浙人受清廷打击特重这一系列因素，使浙人仇清思想特别强烈，并对章

太炎的抗清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二是章太炎将大量国学知识运用于反清宣传，使之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文章指出，章太炎

成长在南宋后文化教育最发达的江南，又自小受家庭及许多著名学者的教导，辛亥时期已是国学大师，其文能旁征博引、古朴

典雅，这使他在当时宣传反清中起了别人无法代替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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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宣传家。当时革命派的宣传重点是反清。清朝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满族建立的王朝，

它曾很强大，但 18 世纪中叶后日渐衰败，至 19 世纪末已十分腐朽。为了推翻清朝，振兴中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大力宣

传反清复汉的民族主义思想，以争取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之支持，章太炎便是这一宣传中的健将。章氏浙江余杭人，其民

族主义思想首先是当时中国历史大背景之产物，故与孙中山等其他革命家自有不少相同之处；但除此之外，还与他成长的江南

人文环境、所受教育、经历以至个性等有关，从而又带有他自己的特色。本文主要就浙江的人文环境与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的

形成及其特色间的关系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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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章太炎认为，汉族的反清民族思想，“其种性根于二百年之遗传”[1]，亦即从清兵人关起一直传承下来的。就他本人民族

思想之形成而言，此说不为无故。

1645 年清兵南下，在江南一带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同时重申剃发令，且以极其严酷的手段推行之。

汉族向来十分重视服装、发式，二千多年前，孔子即已把“被发左枉”等同于丧失民族独立。清廷强行剃发令，就是要强迫汉

族承认和接受被征服、被统治的地位，这是对汉族极大的民族侮辱，当即激起江南一带人民极为强烈的反抗。

清兵进入江南后，浙江到处兴起抗清义师。除英勇战死者外，有大批浙江志士，或因眼看明朝之亡已无力挽回，或因兵败

城破拒不降清，而自杀殉节，他们中有明朝左都御史刘宗周，苏松巡抚祁彪佳，鲁王政权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朱大典、张国维，

兵部侍郎陈函辉等等。特别是明末举人张煌言（字苍水），他从 1645 年在宁波参加抗清，在浙江其他抗清义军都已失败后，仍

在艰难困苦中顽强斗争，直至 1664 年在舟山南田岛被俘，严拒敌人劝降，被押至杭州壮烈就义。“生比鸿毛还负国，死留碧血

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信史传！”[2]张煌言的事迹、气节和他那些慷慨悲壮的诗文，令代代浙人为之动容。章太

炎盛赞张氏“非独超跃史、何诸将相，虽宋之文、李，犹愧之矣！”并谓读了张氏之史传、诗文而“犹忍与彼虏终古者，非人

也。”[3]说史可法、何腾蛟、文天祥、李庭芝等全不及张煌言，不无偏颇，但这反映了章氏对张敬仰之深，亦为张氏在浙人心

目中影响深远之有力例证。

值得一提的还有抗清失败后亦以自杀殉节的万历进士王思任，他生前与南明权奸马士英等作了坚决斗争，致信马士英，要

他自杀以谢天下，正气凛然地警告马氏：“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4]这一名言亦长久鼓励浙人之气节，

正如鲁迅所言：“身为越人，未忘斯义。”[5]

明末清初三位伟大学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道德文章，都对浙江人有很大影响。三人立身行事有不少相似之处，他

们都学问博大精深，都参加清初抗清，失败后都终生拒不仕清而以著述、讲学将民族思想溶人学术以传之后代。其中顾、黄均

为江南人。他们三人的事功、操守和学问，对全国都有很大影响，而作为浙江学者的章太炎，所受影响更为深刻，这仅从他原

名炳麟，成年后为敬仰顾炎武（名绛）、黄宗羲（字太冲）而改名绛，号太炎，就可得到证明［6］。

在清朝前期，另有不少浙江学者采用著书等方式坚持与清朝斗争，由此招致杀身灭族之灾。康、雍、乾三朝绵延一百多年、

多达百起以上的文字狱，最大几起几乎都与浙人直接有关，如最早一起文字狱大案、康熙初年庄廷拢《明史》案，雍正朝第一

起文字狱大案汪景棋（西征随笔）案，接着发生的查嗣庭（维民所止》试题案，特别是雍正中期曾静、吕留良案，以及清朝最

后一次文字狱大案、乾隆中叶的齐周华案，这些大案之主角庄、汪、查、吕、齐均为浙江人。章太炎认为，“民族革命，光复

旧物之义，自船山（王夫之）晚村（吕留良）以来，彰彰在人耳目”[7］。1913 年，他作为民国政府临时稽勋局名誉审议、开

列授勋名单，其中“首儒硕学著书腾说提倡光复者”共五人，把吕留良与顾炎武、王夫之、戴名世等并列，可见其推崇之高。

另一位乾隆朝著名学者全祖望（郸县人），为张煌言、黄宗羲、顾炎武及许多其他明季忠义写传，表彰他们生平业绩和学术，

这对章太炎形成反清思想亦起过重要作用，章氏回忆自己“弱冠，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奋然欲为浙父老

雪耻。”[8]

清廷从多次文字狱案中发现江南人反清情绪特别顽强，因而排斥江南，尤其浙江士人。雍正朝曾不定期停止浙江全省乡、

会二试，又指责浙江“风俗浇漓，人怀不逞”而特设“观风整俗使”加以监察[9]。章太炎后来论及清廷排斥浙人及文字狱等事

时说：“此浙人一时之不幸，日后当以此为荣也。”[10]剑他在许多文章中怒斥清朝推行文字狱，足见文字狱在他心中造成的

仇清情绪长久地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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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清初以来的一系列事件，给浙江人埋下了刻骨铭心的仇清种子。虽然时间会冲淡记忆，加以清廷在统治稳定后还很重

视以“胡萝卜”笼络汉人；但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劣政致使外祸日重、国难加深，激起全国人民强烈的不满，自太平天国首揭反

清复汉之民族主义大旗后，浙人渐已淡忘之仇清情绪很快复炽，如辛亥志士陶成章论及浙江民间反清会党所言：“及太平天国

之师人浙，浙人恢复之思想复活，而会党之势乃又炽矣。”[11]的外祖父朱有虔，在给幼年时的章太炎授课时亦情不自禁地道

及“清初王船山尝云：国之变革不足患，而胡人人主中夏则可耻。”[12]《东华录》所记吕留良案时，则曰“夷夏之防同于君

臣之义”，并对章太炎所问“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作了肯定回答。章太炎由此得出结论：“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

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13]朱氏海盐人，与石门（今桐乡）人吕留良为嘉兴小同乡，其观点与吕氏当年宣传之“夷夏之分

大过君臣之伦”一脉相承。而章太炎正是听了朱氏这些话和看了《东华录》对曾静、吕留良案的记载，产生排满之志的，此亦

可见清初以来浙人代代传承的反清思想对章太炎之重大影响。江南人向以文弱出名，而在辛亥革命中，浙籍革命者却特别多，

为浙江历史上所仅见，这也说明清初以来浙人反清情绪之深，故浙江出现章太炎这位反清宣传家当属很自然的事。

二

本世纪初章太炎一走上革命道路，即以发动“亡国纪念会”、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一系列反清论文，向世人展示

其富有特色的民族主义思想。

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其反清思想特别激烈而全面。他不仅同其他革命派人一样，痛斥清兵人关时烧杀

抢掠的暴行，痛斥清朝在各地驻防八旗兵奴役汉人，痛斥清朝卖官瓷爵、任用“贪墨”和“俯首摇尾以媚泰西”等等罪行，破

口大骂努尔哈赤、多尔衰、玄烨等满族杰出人物[14]，而且还特别强调满汉二族族源与利益之根本不同。

他把清朝对全国的统治说成是“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15]，斥责“满汉同源”论是“巨缪极决，莫此为甚”

[16]。与此相应，他强调汉族的反清思想永不会泯灭，即令清兵南下时降清的陈名夏、钱谦益，或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辈，

亦并非甘为清朝出力。他说陈名夏等降清后从未向清朝建白一言，而曾国藩等人亦只为个人“建殊勋，博高爵”才镇压太平天

国，他们在“功成”之后对清朝盛衰、安危亦“未尝有所筹画焉。”[17]章氏这些言论中对满族的诬蔑之词及其所表现出来的

大汉族主义思想，当然都不可取，把清初“贰臣”和晚清“中兴名臣”说成从未为清朝着想，亦显然不符史实。当时他之所以

要这样说，只是想要证明满汉二族之根本对立。

章太炎强调民族大义高于一切，他从小就受到这类思想的熏陶，至死惜守不渝。1898 年，他对张之洞《劝学篇》倡导“忠

君爱国”公然表示反对：汉族“九世之仇”未复，谈何“忠爱”？要讲“忠爱”,须待清朝推翻之后[18]!1900 年夏，他劝唐才

常放弃“君臣之义，如何能废”[19]的忠君思想无效，就毅然割发以示决裂；虽然从个人关系说他对唐仍很有好感，以至在民

国初年他主张把唐与马福益、史坚如、邹容、吴越、徐锡麟、秋瑾等著名革命烈士一起，作为为革命死难者授以勋位。同年，

他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除了平时高论民族大义训迪学生，还以（李自成胡林翼论）为题命学生作文。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明

末“流寇”李自成，怎能与“中兴名臣”胡林翼相提并论？章氏出这样的论题，无疑是要宣传他早年得之于外祖父的“明亡于

清，反不如亡于李闯”的民族大义至上思想。在东吴大学期间，章氏还登门拜望自己的老师俞越，俞氏却批评他散布反满言论

为“不忠”。章氏虽敬重俞氏，但在民族大义上不能妥协，乃当即予以顶撞[20]，并即写《谢本师》宣布与俞断绝师生关系。

尽管章氏内心始终对俞氏怀着敬意，1907 年俞氏去世后，他写《俞先生传》，对俞的道德、学问均予充分肯定。在以后所编《章

氏丛书·太炎文录初编》里，则将《谢本师》弃而不录。“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民族大义这个问题上，章太炎是寸步不

让的。

在对各种历史人物、事件作评价时，只要与“夷夏”问题有关，章太炎总是以这些人物、事件对“夷夏”的利害、顺逆，

作为减否的首要根据。他对文天祥、张煌言、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肯定与敬仰，自不待说；他对那时人们多予贬评的秦始皇

（连谭嗣同这样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也痛斥其为“大盗”，行“暴法”[21]），也予以很高评价，赞扬其统一中国，把“夷狄”

驱逐到河涅之外，并筑长城以阻匈奴，故“中夏清明，秦功为大”[22]。认为除了起阿房宫、派徐福出海和坑术士这些“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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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其他无过”[23]。特别是对太平天国，他把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林凤祥、陈玉成、

李秀成和赖文光十人，一律作为“倡义起兵功烈卓著者”而主张授以勋位。虽然辛亥时期革命党人大都给太平天国以肯定评价，

两广籍者对之评价尤高；但两广一带人对太平天国本就怀有好感，而江南一带，多数人对太平天国一开始就印象不佳，之后民

间多视“长毛”为匪。而章太炎却能给予如此高的评价，诚为难能可贵。这是因为他怀有强烈的反清民族主义思想，故对与清

朝抗争十多年的天国领袖们给予崇敬和很高的评价。与此相反，章太炎对曾国藩等人则予以恶评，说他们“弃亲呕而媚诸夷，

又从而则效之，则宜为人心所深嫉。今人恶范文程、洪承畴、李光地、曾国藩辈，或更甚于满洲，虽《春秋》亦岂有异是！”

[24]曾国藩是晚清头号“中兴名臣”，受到清统治者和封建士人极高的评价；且因他为政清廉，律己甚严，刻苦勤俭，处事精

细等，而受到包括容阂、梁启超这两位广东人（且均同情太平天国）在内的许多先进入士的极大尊崇与好评，被作为楷模式的

人物。而章太炎却因曾氏镇压太平天国，让清廷又苟延几十年而视为“弥剃同种”之“汉奸”[25]。他对曾国藩等人的抨击，

曾引起一些人很大的不满，如湘中著名学者兼教育家李肖聊对章太炎的学问与许多观点均予首肯，但批评章太炎“以洪、杨为

神圣，谓曾、左为大盗。见于著述，至再至三。深文犷悍，无复人理。”[26]章太炎之所以贬曾、左至于此极，是出于其强烈

的反清情绪。事实上，章对曾、左等人的个人操守与才干还是心服的，故民国成立，反清问题不复存在后，章对曾、左亦时有

赞词了。如 1914 年他撰文称曾、左等人“治军至严”，能“体任自然，不好苛礼，不扰四民，不拘污吏，不畏强死”等[27]。

这说明章太炎减否人物，常受其民族主义思想之制约。

应该说明：虽然章太炎反清思想特别激烈而全面，但他毕竟生活在晚清。那时，对中国的生存威胁主要来自外国帝国主义

的侵略，章太炎认识到，“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28]；只因清朝腐败统治使中国衰弱不振，只有先推翻它才可

复兴中华、救亡图存，所以他和孙中山等其他革命党人一样，把反清作为首要任务，但这并不是要驱逐整个满族。孙中山在同

盟会时期多次告诫其同志们：“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我

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29]章太炎

在大力宣传反清时，也强调过类似思想，诸如“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吾挤所执守者，非排

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30]。正因为这样，在民国成立后，章氏力主“五族共和”，平等

对待满族，并坚持采用五色旗作国旗，以符“五族共和”之义。

三

自宋室南渡后，江南地区很快成为中国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地区。在明清二代，进士的省籍统计都以江浙人为最多。何炳

棣先生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等资料，统计出明代 270 多年间共有新科进士 22980 名，其中浙江人 3280 名，居第一位；江

苏人 2721 名，居第二位。二省合计 6001 人，占全国总数的 26％。清代从建国到 1904 年止，共有新科进士 26747 人，其中江苏

人 2920 名，为第一位；浙江人 2808 名，为第二位。二省合计 5728 人，占全国总数的 21.4％强。而在江苏的进士中，又极大多

数分布在苏南各府，例如清代江苏共有一甲进士 113 人，其中 97 人为苏南各府人[31]，在科举时代，虽然有功名者未必就都有

真才实学，但一般而言，一地进士的多寡，是衡量其文化教育发达程度最重要的依据。明清两代，江浙两省进士人数均稳居第

一、第二名，说明了江南地区文化教育在全国之突出地位。

由黄宗羲开创，万斯同、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等继承发展的浙东学派，是清代浙江文化兴盛发达的重要动力和标志之

一。浙东学派各人治学侧重点自有不同，但都强调治学严谨，且自黄宗羲起就努力把经学、史学、文学三种学问陶冶一起，其

中尤重史学。

章太炎生活在具有这样厚实文化土壤的江南，青年时期又入杭州话经精舍求学，师从德清人俞抛。其间还向杭州人高学治

问经学，向定海人黄以周问“三礼”，向瑞安人孙治让问声韵训话和墨学。俞、黄、孙都是治学严谨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从他

们那里不仅学到许多知识，还进一步受到治学上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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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自幼受外祖父、父亲的亲自督课，青年时代又受上述名家的教诲，养成了好学深思的良好习惯，“泛览曲文，左右

采获”，具有很深的国学造诣。“苏报案”人狱后，他精研佛经；出狱后到日本，又广泛阅读日本出版的各种图书，这又使他

具有相当广博的西学知识。“至是，新知旧学，融合无间”[32]。

上述这一切，使得章太炎的反清思想具有另一个更为鲜明的特色，即其文章、演讲总是旁征博引，运用自如地以中国丰富

典籍所载的各种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立论，读之闻之，每每有一股浓郁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与此同时，他一生不遗余力地

提倡国粹，把弘扬民族文化作为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增强民族感情的强大武器。这是章氏民族主义思想不同于当时其他

极大多数革命党人的最显著特色。当然，对他民族主义思想中表现出来的一些偏颇之处，我们也应予以指出，正确认识。下面

仅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披拾几例，对此作一说明。

司马迁《史记》谓匈奴先祖淳维是夏后氏苗裔，照此，匈奴与汉族同为夏禹之后代。康有为据此论证满汉同出一源，这对

革命派宣传反清至为不利。为驳倒康氏，章太炎首先论述满族并非匈奴人后裔，进而从古书上找出“智果自别为辅氏，管氏变

族为阴家”的史事，以说明“名号不同，谱碟自异”，故即使匈奴与满族有族源联系，也不得再“谓之同种”了。

康有为大力歌颂光绪帝“圣明”，引其诏令证其一心为国，章太炎则不仅痛骂光绪是“载渐小丑”，用大量史实证明光绪

懦弱无能，且引刘知裘《史通》所说魏晋以后历代帝王皆工于藻饰：“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浩，则勋、华再出”，

以论证不能看他说了些什么，而要看他实际政绩如何，从而驳倒了康有为的种种溢美之词。

康有为以如簧之舌，把光绪帝戊戌受困、庚子蒙难说成是“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就，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

以为他日必能立宪之证”，利用那时国人的迷信观念，给光绪帝涂上一层神秘油彩。章太炎充分利用渊博的国学知识，巧妙地

把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年号“天命”及光绪帝的名字载渝，与《中庸》一书首尾之语句相联系，有力地反驳康氏：“《中庸》以

‘天命’始，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天命’者，满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载’者，载淞为满洲末造之亡君也。此

则建夷之运终于光绪，奴儿哈赤之柞尽于二百八十八年。语虽无稽，其彰明较著，不犹愈于长素之谈天命者乎？”这类事例比

比皆是，它们使章氏文章典雅古朴，充满文化气息。

在把自己渊博的国学知识用于宣传民族主义之同时，章太炎一直大力倡导弘扬国粹，即以文史为核心的民族传统文化，把

国粹视作一个民族、国家能存立于世之基础：“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

性，不可失坠者也。”[33]他一生对孔子多有微词，但始终高度评价孔子整理、保存古代典籍之功，说“此其有造于华夏者，

功为第一。”[34]

章太炎是个有很强历史使命感的人，他基于国粹对民族兴衰重要性之认识，一生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终年辛勤笔耕，

留下大量研究、阐发国学的著作，先后在东京、苏州、无锡等地创设国学讲习会，诲人不倦地传授国学，培养出大批杰出的学

者。

有必要说明的是，章太炎虽深爱国学，但他并不排斥西学或域外文化。恰恰相反，他努力提倡，并以身作则地学习外国优

秀文化。他不只是国学大师，对古希腊哲学、近代欧美、日本以至印度文化，亦皆有很深造诣。他善于把西学与国学知识结合

起来，使之相得益彰，其文章、讲话之能充满文化气息，扎实有力，富有魅力，得益于此者甚多。

四

章太炎是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开始兴起之际投人反清宣传的，他凭借其国学造诣和西学知识，写出一篇篇文辞典雅、内容

扎实、论证有力的战斗文章，很快成为革命营垒中不可或缺的宣传家。



6

历史刚进入 20 世纪时，在中国，特别是海外华侨与留学生中，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改良鼓吹，还远比革命派的反清宣

传更有市场和声势。在日本，梁启超创办报刊，痛斥慈禧太后一伙祸国殃民，歌颂为变法遭难的光绪帝，大力介绍西学，提倡

“新民”，这一切当时很得民心。他那文思磅礴如涌泉的大量论著，在当时执舆论之牛耳。章太炎 1906 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大

会上，谈及自己 1902 年春在日本见到孙中山，“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所说“不

过一二个人”，当为章氏本人之所见，并非全部；但其时追随孙中山一心革命的留学生人数还很少，则可肯定。

1903 年起，革命潮流迅猛高涨，此由多种国内外因素促成，其中革命派的宣传工作起了不可否认的巨大作用。邹容的《革

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等都在这年刊行，这些书、文，以通俗流畅的文笔，慷

慨激越的感情，大力宣传反清革命，能为广大民众所懂，所接受，其兴起革命潮流之功甚伟。但与此同时，亦应看到那时中国

士人自幼至壮，所读多为四书五经、文言书籍之类，为文喜用典故和旁征博引。梁启超文章之广受欢迎，不仅在于其思想内容

能为当时多数人接受，思路清新，还由于他那半文半白的文章中亦多用典故，善于旁征博引，故能雅俗共赏。就这点而言，当

时革命派中其他主要宣传家如邹容、陈天华、汪精卫、朱执信、胡汉民，甚至孙中山，他们所写文章虽可一泻千里，却因受国

学基础制约，难以与国学基础相对较厚实，为文喜用典故和善于旁征博引的康、梁相领顽。章太炎在这方面却弥补了革命派的

不足，绰绰有余地可与康、梁抗衡。正如有人评述的：“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成了章太炎旁征博引出人自如的依据”,“他娴熟

之极的旧语言，使人们感到只有他才是康有为（也是用旧语言译新文字，即用‘公羊三世’、‘托古改制’来宣传资产阶级思

想）的旗鼓相当、真正够格的敌手”[35]。拿他的代表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来说，虽不及与它同时问世的邹容《革命军），

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通俗易懂，适合广大民众阅读或听讲，但它却更为一般读书人所喜爱，因为它“文意高古而又

警辟，故极为当时一般文人所喜读。”[36]中国社会久有崇敬“有学问”者的传统，而文章写得典雅，善于旁征博引，被看成

是有学问的表现，会受到社会的崇敬和信任。章太炎的学生汪东评论乃师说：“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这样就

使当时的士大夫阶级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他举出一个令人饶有兴趣的例子：他祖父是典型的反对革命思想的旧式士大

夫，但有一次看了汪东偷偷放在他台子上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后，不但未加斥责，反而破例地笑着说：“这篇文章很有道

理”:[37]！连这样一位反对革命的士大夫亦被章太炎文章中的透彻说理、典雅用辞所打动，可见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

在革命派动员、吸引众多士子从保皇改良立场向反清革命立场转化上，确实起了他人无可替代的作用。上面所说的 1903 年起革

命潮流迅猛高涨的原因，离不开革命派宣传工作所起的巨大作用，而其中章太炎的作用就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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